
政治科學論叢∕第 106 期∕民國 114 年 12 月∕頁 55-92 

從浪漫英雄到毒梟剋星： 

分析菲律賓民粹主義的演化*
 

劉奇峯**、陳宗巖*** 

摘 要 

本研究透過比較菲律賓兩位總統艾斯特拉達和杜特蒂的崛起與沒

落，試圖理解菲律賓民粹領袖如何利用政治敘事動員支持者，以及與

關鍵戰略群體的互動對其政權穩定的重要性。本研究認為，外部的政

治經濟條件和民粹領袖以往的成功經驗是構成政治敘事內容與強度的

重要因素。一旦政治敘事形成後，民粹領袖需與關鍵戰略群體合作以

轉化為政策，政策成功則強化合作，否則可能導致領袖被推翻。兩個

比較個案研究發現，艾斯特拉達以「劫富濟貧英雄式」民粹主義崛起，

強調與貧民同在、反貪腐和社會正義，但因與天主教會和軍警的緊張

關係最終被迫下台。杜特蒂則以「刑罰式民粹主義」為特徵，通過嚴厲

打擊犯罪和毒品問題獲得支持，並成功運用與軍警的合作鞏固政權。

這些結果突顯了關鍵戰略團體在菲律賓政治中的重要性，並展示了民

粹主義在不同領導人治理下的相似性和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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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 1986 年「人民力量」運動推翻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獨裁政權

以來，民粹主義一直是菲律賓政治中無法忽視的現象，深刻影響該國的國

內政治情勢。從艾奎諾夫人（Corazon Aquino）、艾斯特拉達（Joseph Estrada）

到杜特蒂（Rodrigo Duterte），菲律賓的民粹領袖以鮮明的個人魅力與強烈

的政治敘事塑造自身形象，成功吸引選民支持並推動改革。然而，這些民

粹領袖在執政期間的政治路徑與結果卻不盡相同，突顯了民粹主義在不同

社會經濟與政治背景下的多樣性與限制。 

本研究透過比較菲律賓兩位總統艾斯特拉達和杜特蒂的崛起與沒落，

試圖理解菲律賓民粹領袖如何利用政治敘事動員支持者，以及與關鍵戰略

群體的互動對其政權穩定的重要性。艾斯特拉達以「劫富濟貧英雄式」的

民粹主義風格崛起，訴求反貪腐與社會正義，但最終於 2001 年被迫下台。

相較之下，杜特蒂則採取「刑罰式民粹主義」路線，透過強力打擊犯罪與

毒品問題來贏得廣泛支持，卻也惹上爭議，但仍舊完成總統任期。這樣的

差異引發了以下研究問題：為何兩位同樣採取民粹主義的菲律賓總統，最

終的執政結果卻大不相同？ 

為回答這個問題，本研究運用Thompson (2010, 2016, 2023) 提出的「政

治敘事」與「關鍵戰略群體」兩個核心概念進行分析。政治敘事指的是民

粹領袖如何建構並傳達其政策主張與價值觀，藉此動員支持者並強化自身

正當性；而關鍵戰略群體則涵蓋了天主教會、大企業領袖、民間社會活動

家、軍警高層等具備政治動員能力的重要群體，他們的支持或反對對於政

權的穩定至關重要。Thompson 原本將這兩個變項用於解釋菲律賓政府輪替

中「改革主義」與「民粹主義」的交替，但本研究進一步將其應用於分析菲

律賓不同民粹主義的演化。 

本研究採用比較個案研究法，選取艾斯特拉達（1998～2001）與杜特

蒂（2016～2022）作為比較對象，並採用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差異

法」（method of difference），分析兩位總統在相似的社會經濟背景下，如何

透過不同的政治敘事與關鍵戰略群體互動來塑造其民粹領袖風格，並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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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執政穩定性。研究資料主要來源包括政府報告、學術文獻、新聞報導及

非政府組織的政策觀察，並輔以國際學術研究資料庫（如 JSTOR、Google 

Scholar）檢索之期刊論文與研究報告，以確保資料的時效性與可信度。 

研究結果顯示，艾斯特拉達雖成功動員基層民眾，但因未能與軍警、

天主教會等關鍵戰略群體維持良好合作關係，最終導致其下台；反之，杜

特蒂則透過強化與軍警的聯盟，並靈活分化反對勢力，使其得以穩固政權

並完成任期。這些發現不僅突顯了關鍵戰略群體在菲律賓政治中的重要

性，也揭示了民粹主義在不同政治風格與執政策略下的發展侷限。以下，

本文首先介紹民粹主義概念之發展脈絡和相關理論，並以此檢視菲律賓的

民粹主義；第二，提出分析艾斯特拉達和杜特蒂的民粹風格發展之分析框

架；第三，說明本研究採用比較個案研究設計之理由與資料來源；第四，

透過本研究所提出之分析方法，詳細比較兩個個案，特別關注政治敘事以

及與關鍵戰略團體的互動模式；最後，總結比較研究的發現，並討論其對

菲律賓與東南亞未來政治發展的啟示。 

貳、民粹主義概念：不同層次的探討和回顧 

民粹主義在政治學內被認為是難以清晰定義的概念之一（Karlson, 

2024）。《牛津民粹主義手冊》將民粹主義的基本概念分成三個部分：理念

∕概念、政治策略，以及社會文化層面。從理念和概念化的角度來看，民

粹主義裡有幾個核心的概念。第一個是「人民」（the People），第二個是於

人民對立起來的「菁英」（the Elite）。人民和菁英這兩個對立的概念，做為

先驗的建構，很多時候是被任意使用的。根據 Mudde (2017) 的定義，人民

是純淨的（purity）、真實的（authenticity）；與此相對，精英則是不真實而腐

敗的（corrupted）。一個政治領袖是否和人民一樣純潔而真實，在民粹主義

的話語中，並非由其種族或是社會經濟地位來決定，而是由一套主觀的道

德標準來決定。如果一個政治領袖「做（對人民來說）對的事」（doing the 

right thing），則會被歸類為人民的一份子，並具有合法性來代表人民。依

此而延伸，民粹領袖認為，由於人民是純潔而真實的，所以政治應該依循

人民基於常識的「普遍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 [General Will]），反對的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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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腐敗的菁英。民粹領袖提出的常識性解決方案，隱含著精英製造問題且

與人民脫節。他們自詡為人民的聲音，對抗代表特殊利益的菁英，並聲稱

自己才是人民的真正代表（Mudde, 2017）。 

此外，民粹主義本質上也是「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的，對中

介機構（如政黨、媒體和法院）持敵視態度，認為這些機構並非代表人民

的真正意志，而相反地扭曲了人民的聲音。民粹領袖追求與人民的直接聯

繫，否定中介機構在民主中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他們通常將建制描述為腐

敗的、精英主導的障礙，並試圖通過削弱、邊緣化或直接控制這些機構，

來行使對體制的主導權。這種反建制立場進一步強化了民粹領袖作為「真

正人民代表」的地位，並削弱了多元民主的基礎（Müller, 2016, pp. 30-40）。

民粹主義的「人民」vs「菁英」之二元對立，不僅僅是階級、社會地位的區

分，而是一種道德化的對立，這種對立延伸出民粹領袖對政治仲裁及合法

性程序（即「建制」的一個基礎定義）的反對。Bickerton 與 Accetti (2017)

指出，政黨在民粹主義的論述中常被視為造成政治錯誤的根源，其腐敗與

低效的形象被用來質疑傳統合法性程序的合理性。在此基礎上，民粹主義

依據不同條件產生了多種具體形態，包括威權民粹主義、公民民粹主義、

總統民粹主義及仇外民粹主義等（Mudde, 2017）。這些類型表明，民粹主

義通常需依附於其他更強的意識形態，如民族主義，才能獲得政治運行的

基礎，因為其作為一種「薄意識形態」（Thin Ideology）難以單獨發揮效用。

從策略層面看，民粹主義展現出高度的靈活性（Lee, 2021）。民粹領袖通過

個人魅力及直接訴諸人民的方式進行動員，包括使用傳統媒體與社交媒

體，以及舉行大規模集會等手段。這一過程中，反菁英的言論被用來建構

「人民的敵人」形象，從而強化支持者的忠誠與承諾。值得注意的是，當

政治動員依賴國家機制、軍事機制或庇護主義（Clientalism）時，則難以被

歸類為民粹主義。缺乏制度化動員網絡的民粹領袖，必須不斷調整其政治

修辭和手段，以維持與人民的緊密聯繫而達成維繫其政治生存（political 

survival）的目標。綜合來看，民粹主義無論在理念、策略還是文化層面都

存在著一種內在的矛盾，但同時策略上有一種靈活性。 

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策略，展現出高度的機會主義特徵。這種矛盾

性在不同地區和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不同的運行模式，並進一步強化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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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薄意識形態」的特徵。Weyland (2017) 指出，民粹領袖往往為了維

持政治動員的強度，採取靈活且不固守意識形態的方式，隨著情勢變化調

整其修辭與政策方向。這種策略的核心目的是維繫領袖與人民之間的直接

聯繫，因此，民粹領袖通常以個人魅力為基礎，透過自上而下的動員方式

來鞏固政治生存。與此同時，其政治動員不依賴於建制化的網絡或機制，

而是透過建構「人民的敵人」形象並以反菁英言論來強化支持者的忠誠。 

從文化脈絡看，民粹主義是一種身分政治，而非基於意識形態或世界

觀的分野。民粹領袖的表演風格常包含對「低層身分」的標榜（flaunting of 

the low）和對「親近性」的強調（Ostiguy, 2017）。這種風格不僅是反菁英的

表現，更是一種刻意挑釁主流菁英語言與行為規範的政治策略。此外，這

種表演風格也強化了政治語言的私人化，將公共話語轉化為更直接、更貼

近人民的形式（Canovan, 1999）。在民粹領袖的敘事中，菁英及其所代表的

國際元素（如自由派機構、非政府組織、移民等）往往成為人民的對立面，

因此，本土化且非政治正確的語言成為動員的重要工具。 

然而，民粹主義的研究者試圖通過普遍性概念解釋全球範圍內的民粹

主義現象，卻面臨「可旅行性」（travelability）的挑戰（Kaltwasser et al., 2017; 

Sartori, 1970）。Hellmann (2017) 研究指出，亞太地區的民粹主義案例常無

法完全套用拉美與歐洲的分析框架。以菲律賓的艾斯特拉達「電影英雄民

粹主義」、泰國他信（Thaksin Chinnawat）的「農業民粹主義」以及印尼普拉

博沃（Prabowo Subianto）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為例，這些案例凸顯了文

化背景對民粹主義運行方式的深刻影響。 

我們認為，目前的民粹主義研究框架，已經能成熟的歸納出幾個可以

普遍化的概念來描述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民粹主義；我們也將運用上述歸

納的概念於菲律賓近代的兩個民粹主義案例上，即艾斯特拉達「劫富濟貧

英雄式」的民粹，和杜特蒂的「刑罰式民粹主義」（Penal Populism）。但正

如 Hellmen 援引 Sartori (1970) 的「可旅行性」概念所指出的，我們也會在

菲律賓的脈絡內，發展我們的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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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民粹主義：菲律賓政治脈絡內的意義 

若按照政體類型、強人領袖在歷史上、統治的傳統政治體系內的侍從

民主（Patronage Democracy）以及民眾長期對精英和政府的不信任態度，在

東南亞範圍內，菲律賓的民粹主義傾向非常突出（Curato, 2017; Hutchcroft, 

1998; Thompson, 2016）。菲律賓素有「酋長式民主」（Cacique Democracy）

的傳統。源自於西班牙統治時期，西班牙殖民者先是通過酋長（Cacique），

到後來演變成美國殖民時期透過菁英、強權家族來操縱地方政治。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指出酋長式民主的特徵：一小群富有、自殖民時期混

血背景家族出身的家族，透過維持私人武裝、控制經濟資源，以及壟斷選

舉政治的方式，長期霸佔國家機器（Anderson, 1988）。這樣的狀態持續到

二戰後，並自 1954 年至 1972 年間達到高峰。在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在執政時代甚至有最高酋長（Supreme Cacique）的稱號。縱使馬可仕後被

「人民力量」運動推翻，但菲律賓的酋長式民主特徵仍然長期影響政治體

系，並為民粹政治提供土壤（Hutchcroft, 1991; Teehankee, 2022; Thompson, 

2020; Vartavarian, 2021）。如今艾奎諾家族、馬可仕家族仍然透過參與地方

和省級的「侍從網絡」（client networks）控制國家代表機構，形成寡頭政治

狀態，造成國家自主性的弱化，以及貧困群體被廣泛邊緣化的結果，包括

貧困群體以司法系統解決問題的機會受限、菲律賓的法院系統長期效率低

下，也普遍存在著腐敗和政治干預的問題（Dressel, 2011）。 

菲律賓的政治在「改革主義」（Reformism）和民粹主義兩個不同的政治

典範中轉換。國家體制的無效、精英家族寡占政治、貧困群體難以透過正

當管道解決問題，這些背景因素給了菲律賓民粹主義成長的豐富土壤。民

粹主義的概念有時與「改革主義」有交集之處，畢竟民粹領袖訴求的即為

改革人民認為統治菁英與既得利益者的不當行為。不過，改革主義和民粹

主義的主要分別，一個是在政治敘事上。改革主義的政治敘事通常強調誠

信、廉潔和有效的治理。這類敘事訴求於選民對於誠實和善治的渴望，試

圖跨越階級界線，尋求全社會的支持。改革主義者承諾通過透明和負責任

的治理來改善經濟發展，認為腐敗是阻礙國家進步的主要因素。因此，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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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主義的政治敘事往往強調道德高尚、誠實可信的領導人，以及其在打擊

腐敗、促進良好治理方面的努力。另一方面，民粹領袖的政治敘事則側重於

直接訴求普通民眾，特別是社會的弱勢群體。這類敘事強調領導人與普通

百姓的親密關係，承諾以打擊精英和特權階層來改善弱勢群體的生活。民

粹領袖通常通過簡單直接的語言和象徵來表達自己與普通民眾的聯繫，並

承諾在政治上代表和捍衛他們的利益。這類敘事經常強調「富人對窮人」的

對立，並使用戲劇化和情感化的手法來贏得選民的支持（Thompson, 2010）。 

民粹主義和改革主義之間的競爭在選舉期間特別明顯。民粹領袖，例

如艾斯特拉達依靠其扮演正義化身的影星身份，對窮人的直接訴求，成功

獲得了大量選民支持。而改革主義者如艾奎諾三世（Benigno Aquino III）

雖然有挾帶大量明星光環的人氣，但其更標榜著強調誠信和對良好治理的

承諾，試圖贏得選民的信任（Thompson, 2010）。如上所述，改革主義和民

粹主義有著不同的政治敘事，但民粹主義內部也有不同的政治敘事。民粹

主義的政治敘事會隨著政治情勢的推移而有所改變，但是不變的會是居中

的人民領袖帶領著正義純潔的人民，對抗邪惡的「人民的敵人」的故事。

民粹領袖要領導人民與之奮戰的問題，也會隨著不同的民粹領袖的風格而

有所改變。根據 Thompson (2010, 2016) 對菲律賓民粹主義的討論，政治敘

事可被視為一套民粹領袖用以吸引人民追隨的政治綱領，縱使民粹主義向

來以簡化問題以及簡化解決方案而為人詬病，但透過對不同政治敘事的描

述，我們還是能勾勒出不同民粹領袖的政治風格以及其所採取的策略。  

本文認為，有幾個面向可以解釋民粹領袖之間不同的政治敘事。第一

個是外在的政治經濟條件，這個在客觀上構成了相應的政治經濟問題，以

及民粹領袖可資利用的外部環境，包括當時外部的經濟環境變化，以及領

袖和政治建制的關係和受到制約的程度。第二個可以解釋政治敘事的是民

粹領袖以往的政治經驗，特別是以前已經實驗、驗證過的統治模式。  

另一個我們用於建構分析架構的概念是「關鍵戰略群體」（Critical Stra-

tegic Groups），即在菲律賓的政治史上，四個重要的、具有政治動員能力

的群體，包括天主教會及其領袖、主要的大企業領袖、民間社會活動家∕

社運人士，以及高級軍官∕警方（Thompson, 2010）。自從 1946 年菲律賓獨

立以來，關鍵戰略群體在 1986 年「人民力量」運動前後都發揮了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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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力量，成為制衡總統權力的重要勢力。雖然前三個團體並非政府機構

的一部分，但他們與國家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繫，大企業和民間社會的代表

經常在總統內閣中擔任高級職務。他們擁有強大的組織能力，能夠通過非

暴力的方式（如示威）或在軍隊方面，透過展示武力的方式來支持或反對

總統（Kenes, 2023）。 

實際上，關鍵戰略群體可以是一種對政治建制的借代，而關鍵戰略群

體的概念也可以含涉精英家族。由於菲律賓向來是恩庇侍從體制，由強權

家族把持政治，而這些政治家族一旦上位，往往藉著人事權改變表面上的

政治機構的內部組成，而導致監督力道的縮減。一個例子是，隨著艾斯特

拉達被彈劾成功後上位的亞羅育（Gloria Macapagal-Arroyo），介入司法審

判特赦了艾斯特拉達。而在特赦前，亞羅育才任命了數位最高法院的法官。

所以，Thompson (2010) 將關鍵戰略群體當作菲律賓政治中，實質上有制衡

力的政治勢力。他的論點是，改革主義的論述要得到支持、改革主義的政

治人物要選舉成功，以及民粹主義要得到遏制，關鍵戰略群體的力量是不

可或缺的。 

關鍵戰略群體也成功地阻止了總統單向的行政權力擴大（executive 

aggrandizement），行政權力擴大指的是政府行政部門的權力和權威集中，

往往以其他部門和機構的削弱為代價（O’Donnell, 1994）。這種現象包括行

政權力超越其原本設置的範圍，侵蝕制衡機制，並無視民主的規範和原

則。行政權力的擴張可能會導致威權統治的加強，以及民主機構的削弱

（Thompson, 2023）。戰略團體通過利用自由改革的論述並動員支持者（不

論是以非暴力還是武力展示的方式）來對抗行政權力的擴張。他們對於菲

律賓「人民力量」運動的成功產生了關鍵作用，使選舉民主最終得以恢復

（Thompson, 2023）。因此，雖然關鍵戰略群體並不是傳統上的嚴密的、建

制化的治理機構，但是在民粹主義的脈絡中，他們實質上可以被當做菁英

的借代格。 

以民粹領袖和傳統精英家族的關係為例，艾斯特拉達（Joseph Estrada）在

菲律賓傳統酋長家族（Cacique Families）的眼中，是一個「局外人」（outsider）。

艾斯特拉達和傳統政治世家並未建立關係持久的聯盟。相反的，他的「局

外人」身分被視為對菲律賓傳統精英家族主導地位的挑戰。由於未能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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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精英家族的支持，艾斯特拉達的政府在應對來自建制化政治體系的挑

戰時缺乏抵抗能力；同時，在 2001 年面臨彈劾時，他的副總統、代表精英

家族的艾若育（Gloria Macapagal-Arroyo）也公開支持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

（EDSA II），造成艾斯特拉達最終遭受彈劾下台的結果（Hutchcroft, 1998; 

Hedman & Sidel, 2000; Hedman, 2001）。與此相較，同為民粹領袖的杜特

蒂，在執政的實踐上與包括馬可仕（Marcos）、艾若育（Arroyo）及維拉（Villar）

等傳統政治家族結成聯盟，以確保他的政策能獲得相關的立法支持，同時

也讓他去除了如艾斯特拉達一般被彈劾的風險（Juego, 2017; Thompson, 

2016）。 

艾斯特拉達和杜特蒂這兩位不同的民粹領袖，和傳統政治精英家族的

不同關係，反映在國會與政黨聯盟等建制層面的因素上，形塑了民粹領袖

所面臨的不同政治環境。艾斯特拉達在 1991 年以他的個人領袖魅力，成立

了菲律賓大眾黨（Partido ng Masang Pilipino，以下簡稱 PMP），並與傳統

家族許寰哥（Eduardo Cojuangco Jr.）所成立的、代表商業精英和政治家族

利益的民族人民聯盟（National People’s Coalition，以下簡稱 NPC），以及

由前總統艾奎諾夫人的分裂派系為基礎的菲律賓民主鬥爭黨（Laban ng 

Demokratikong Pilipino，以下簡稱 LDP）結成了短暫的聯盟。但在缺乏大

部分精英家族的支持之下，艾斯特拉達在面對醜聞風暴、支持率低迷的情

況之下，引發了 EDSA II 運動，無法逃脫被彈劾成功的命運（Reid, 2001）。

與此相較，杜特蒂在 2016 年競選期間加入了 1982 年由包括艾奎諾家族支

持者所成立的民主菲律賓人力量黨（PDP-Laban），並以此為中心，與其他

傳統精英政黨建立了穩固的聯盟關係，這些政黨包括代表維拉家族利益的

國民黨（Nationalista Party，以下簡稱 NP）、代表許寰哥家族利益的 NPC 以

及與艾若育家族關係密切的基督教穆斯林民主力量黨（Lakas-CMD）。杜特

蒂和傳統精英家族所建立了較為強固的聯盟，創造了有利的政治環境，也

造就了杜特蒂的強勢的領導地位（Curato, 2017; Hutchcroft, 2019）。 

本文認為，民粹領袖和關鍵戰略群體所發展出的不同關係，不但會影

響到民粹領袖的政治生存（political survival），同時也會改變該領袖民粹政

治風格的面貌（Abinales & Amoroso, 2017），甚至其執政壽命。和所有關鍵

戰略群體全面開戰的民粹領袖，只能訴諸最窮苦的人民，這也將決定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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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綱領以及表演風格（如扮演劫富濟貧角色的艾斯特拉達）；另一方

面，若民粹領袖能夠和大部分的關鍵戰略群體成為盟友並收編其力量，則

他將成為全民總統（如麥格塞塞）。而複製達沃市掃毒模式的民粹總統杜特

蒂，其反毒戰爭的推行，讓他不得不持續倚重軍警的力量來完成他的政治

目標；而其他在反毒戰爭、或是對恐怖主義掃蕩無用的戰略群體，如天主

教會以及自由派的社運人士，就會順理成章的成為了「人民的敵人」的一

部分。 

綜上，本研究借用 Thompson (2010, 2016, 2023) 的分析架構來檢視菲

律賓民粹主義的形成、風格、方式，同時追蹤其穩固性和持續性。分析架

構如圖 1 所示。首先形成政治敘事有兩個條件：分別是外部可供民粹領袖

利用的政治經濟條件。這些條件會形成主要的問題聚焦，與第二個條件，

也就是民粹政治人物以往成功的經歷結合，會形成明晰可操作的政治敘事

或是政策藍圖。 

圖 1 

菲律賓民粹主義的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此圖為作者依據本文架構自行繪製。 



政治科學論叢∕第 106 期∕民國 114 年 12 月 65 

當政治敘事形成後，第二層變數－即民粹領袖與關鍵戰略群體的關係

－將影響初始政治敘事的演變、固化、以及調整。假設一位民粹領袖，以

往成功的經歷，是在地方政治人物的任內，成功以物資發放、或是推行福

利政策的方式，收買下層選民的政治支持，則我們就可以推測，該政治人

物成為國家領袖，他也會傾向複製以往在地方或是其他領域的成功模式，

並將其變成政治敘事的主要組成部分。 

民粹領袖要維持政治敘事，並將其成功地轉化為政策，過程中必須得

到關鍵戰略群體的支持。比如，福利政策的推行，有賴於其與公民社會團

體的合作，也可能必須得到商界的支持，以籌得可用的資金；教會在其中

也可能扮演重要的協調、接觸、分發資源等角色。民粹領袖若能成功地將

其初始的政治敘事，透過與關鍵戰略群體的合作關係轉化成政策，這樣的

政策就有可能持續下去；反之，若政策遭遇失敗，民粹領袖有可能另闢蹊

徑，最糟的情況在得不到社會力的支持下，有可能被推翻。 

在政策成功成為一個正向回饋的同時，民粹領袖將加強與特定戰略群

體的合作。這樣的合作，未必是全面性的；也就是說，民粹領袖有可能在

和特定關鍵戰略群體合作的同時，壓抑甚或攻擊其他的關鍵戰略群體，一

方面藉此分化反對力量，另一方面，藉由打壓特定關鍵戰略群體的舉措，

也能強化建構「人民的敵人」的形象。 

肆、研究設計之說明 

在研究方法上，我們依循李普哈特（Lijphart, 1975）「可比較案例策略」

（Comparable Cases Strategy）的原則，同時參照密爾（Mill, 2011, pp. 425- 

443）「歸納五法」（Five Methods of Induction）中的差異法（Method of 

Difference）對比分析艾斯特拉達（1998～2001）與杜特蒂（2016～2022）這

兩位民粹領袖的例子。為了解決樣本數有限的問題，本研究選擇可供比較

的案例，在盡可能控制其他背景變數的情況下，選擇在重要特徵上相似但

在關鍵變數上不同的案例。這種方法可以透過分析相同地理文化區內的案

例，或是同一國家內的不同案例來進行（Lijphart, 1975）。 

本研究挑選艾斯特拉達和杜特蒂的兩個案例有幾個理由。首先，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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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上相隔將近 20 年，但這兩個案例是時間上最接近且都發生在 1986 年

「人民力量」運動後的案例。此外，菲律賓政治常在民粹主義與改革主義

之間擺盪，有時會將改革主義領導人誤認為民粹領袖。因此，我們選擇這

兩位在菲律賓政治脈絡中較無爭議地被歸類為民粹主義的領袖，這兩位總

統在政治敘事上都著重於通過簡單直接的語言和象徵來表達與普通民眾

的聯繫。儘管有些人認為艾奎諾夫人、艾奎諾三世和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也是民粹領袖，但他們在民主政治、經濟發展和對外關係上有

實際的改革作為（McCarthy et al., 2020），因此將他們歸類為民粹領袖可能

存在爭議。因此，在本研究的有限的篇幅與範圍限制之下，未納入這三位

總統的個案。最後，兩位民粹領袖在執政期間都面臨政治挑戰，艾斯特拉

達在執政途中下台，而杜特蒂成功挺過民間批評。其結果可以凸顯關鍵戰

略團體的角色重要性，以及民粹主義在菲律賓的發展與侷限性。 

在資料來源方面，本研究的選取標準有以下幾點考量：第一，實證資

料與文獻我們優先考量 2000 年以後的文獻，以確保時效性；第二，學術文

獻的選擇我們多採用具有嚴格同儕審查的學術文章及權威性智庫的政策報

告，以增強資料與分析的信度與效度。在這基礎之下，本研究主要參照二

手資料，包括學術文獻、智庫政策報告、新聞與媒體分析，以及非營利組

織的研究報告。具體而言，資料來源包含 Google Scholar、JSTOR 等學術

文獻資料庫；智庫研究則包括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以

下簡稱 ADB）和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分析，以提供政

策背景與國家層次的數據。新聞資料來源較多，但主要引用菲律賓當地媒

體，例如 Philippine Star、Rappler 等當地主流媒體。非營利組織方面，我

們也引用如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和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提供

有關政策執行及社會影響的觀察。 

在比較兩位總統的民粹政治風格時，本研究將依據分析框架進行以下

幾個層次的經驗分析。首先，描述兩位總統所處的菲律賓政治經濟環境與

條件，這部分將採用國際知名官方與非官方組織的總體統計資料，並輔以

政策研究報告進行說明。接著，分析兩位總統在競選期間及就任後所採用

的不同政治敘事風格。再者，深入探討兩位總統與六個關鍵戰略群體之間

的互動關係，這部分將結合事件發生當下及事後的第二手資料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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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根據上述內容歸納兩位總統在不同的政治經濟環境下，採取不同的

政治敘事與關鍵戰略群體互動策略，進而形成彼此截然不同的民粹風格與

政治後果。 

伍、艾斯特拉達：劫富濟貧英雄式民粹主義 

一、政治經濟背景 

在 1998 年，艾斯特拉達競選菲律賓總統之時，菲律賓正經歷著經濟不

穩定和社會變革的嚴峻挑戰。1997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對菲律賓經濟造成了

嚴重打擊，導致經濟增長急劇放緩，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菲律賓的經濟

增長率從 1997 年的 5.2% 下降到 1998 年的負 0.5%；1 此外，失業率顯著上

升，許多家庭陷入貧困狀態，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簡稱亞銀）的調查報告，國內失業率由原本已經不低的 7.9% 進一步攀升至

9.6%（Knowles et al., 1999, p. 2）。金融市場的動盪和貨幣貶值進一步加重

了經濟困難。菲律賓比索在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大幅貶值，從危機

前 1997 年 6 月的 1 美元兌 26 比索，到 1998 年 1 月下跌至 1 美元兌 42.7

比索。這種貶值提高了菲律賓的進口成本，導致通貨膨脹加劇，進一步壓

縮了消費者的購買力。根據亞銀的統計，菲律賓的通脹率在 1998 年達到

9.8%，相比 1997 年的 5.9% 有顯著上升。 

在政治與治理方面，菲律賓長期面臨公部門貪污腐敗的問題，政府公

信力低下，民眾對政治精英普遍失望。根據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

national）的統計，菲律賓在 1998 年的腐敗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僅為 34（滿分 100），在 180 個全球受評國家中排名第 115 位，這

顯示出政府治理能力的嚴重不足。菲律賓民眾普遍感到憤怒和失望，對於

改革的期望強烈，希望看到強勢的反貪腐措施和公開透明的政府運作，以

恢復對政治體系的信心。 

在社會問題方面，雖然菲律賓歷任總統皆允諾實行經濟改革，以縮小

社會上的貧富差距問題，但國內貧富差距依然顯著，社會矛盾未能有效化

                                                                                                     

1
 關於菲律賓總體經濟相關統計資料，請參考世界銀行的統計（World Bank Group,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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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菲律賓仍然面臨貧富差距擴大、農村地區貧困和城市化進程中的諸多

問題。大多數財富集中在少數精英手中，而農村地區和貧民窟的居民則面

臨生活困難，缺乏基本的教育和醫療服務。根據亞銀的報告，1998 年約有

近半數農村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進一步激化了社會不滿情緒（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09）。此外，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菲律賓的吉尼係

數（Gini coefficient）在 1997 年達到 0.46，顯示出嚴重的貧富差距。 

經濟困境的深化與社會問題的加劇，為艾斯特拉達民粹作風的興起提

供絕佳條件。艾斯特拉達以其草根形象和電影明星的背景，成為這一時期

民眾心目中可以為國內問題帶來變革的候選人。他的明星生涯賦予他廣泛

的知名度和親和力，使得他的個人風格具有極大的魅力與說服力。在這樣

的經濟困境中，民眾對現狀的強烈不滿和對改變的渴望，使得艾斯特拉達

成為一個吸引廣泛支持的理想候選人。這些特質在競選初期就為他獲得了

大量支持，最終幫助他贏得了大選。 

二、政治敘事 

艾斯特拉達的政治敘事強調自己與普通民眾的密切連結，並承諾致力

於解決長期被忽視的農村和基層選民問題。他的綽號「艾拉普」（Erap；即

朋友 Pare 的倒裝），以扮演伸張正義替天行道的電影明星形象崛起，贏得

了廣大貧困選民的支持（Bowring, 2022, pp. 85-86），競選口號和演講內容

簡單直接，充滿了對現狀的不滿和對未來的希望，承諾當選後將利用國家

機器來服務貧困階層，而非富人或中產階級。這在民眾中引起了強烈共鳴，

使他迅速在選民中建立起一個「自己人」的形象，特別是那些面臨貧窮問

題的民眾，對他寄予厚望，構成了強大的支持基礎。 

艾斯特拉達的政治敘事顯著地反映了當時菲律賓社會對改革的強烈渴

望。作為一位從影壇轉戰政壇的電影明星，艾斯特拉達善於利用自己與普

通民眾的密切聯繫，塑造出一個能夠真正代表基層利益的親和形象。他的競

選口號「Erap Para sa Mahirap」（艾斯特拉達為了窮人）簡單而有力，直接訴

諸民眾對現狀的不滿和對未來的希望，在民間引起了廣泛的共鳴，特別是

那些感到被邊緣化的群體（Hutchcroft & Rocamora, 2003; Montinola, 1999）。 

在建立起這個形象之後，艾斯特拉達特別強調反貪腐和社會正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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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當時政府存在的嚴重貪污腐敗問題，這成為他的核心競選綱領之一。他

承諾將徹底清除政府內的腐敗分子，並建立一個更加透明和公正的治理結

構，以恢復公眾對政府的信任。他的反貪腐政策包括建立專門的反貪腐機

構，實施嚴格的審計制度，以及加強對政府官員的監督，這些措施旨在確

保政府資源能夠有效運用，避免貪污腐敗的再次發生（Hutchcroft, 1998）。 

除了反貪腐，艾斯特拉達還致力於推動農業改革，這是他政治敘事中

的另一個重要部分。他認為改善農民的生活條件和提高農業生產力是實現

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他提出了一系列具體措施，包括提供低息貸款以

支持農民的生產活動、加強農業技術培訓以提升農業效率，以及改善農村

基礎設施如道路和灌溉系統，這些措施旨在提升農業生產力，減少農村貧

困。艾斯特拉達的這些承諾在農村地區和基層選民中獲得了廣泛支持。農民

和基層選民對他的反貪腐和農業改革政策寄予厚望，認為他能夠帶來實際

的改變和進步。他的競選活動成功地動員了這些選民，使他在競選中佔據

了領先位置。此外，艾斯特拉達的競選策略亦強調菲律賓的民族自豪感，呼

籲民眾團結一致，克服國家的困難（Borras, 2007; Borras et al., 2007）。 

艾斯特拉達的政治訴求依賴傳統媒體，他的明星光環使他在媒體上擁

有極高的曝光率和知名度，更善於利用傳統媒體來傳播其政治信息，使得

艾斯特拉達的政治信息能夠迅速傳播，並在選民中產生深遠影響。再者，

艾斯特拉達的政治敘事成功地獲得選民認同，主要在於他對誠摯形象的成

功表現。在競選期間，他不僅僅使用了標準的民粹主義策略，更重要的是，

他被貧困選民視為真正關心他們的人。 

這種認同源於他在公共場合中展現的真誠行為，讓選民相信他是從內

心深處關懷他們，而非僅僅為了選舉票數。貧困選民看重他在消除他們所

遭受的社會污名上的努力，認為他不僅在選舉期間如此，而是持續且自然

地展現出對他們的尊重與考量。這種認同形成了一種公共意見，對於不信

或持懷疑態度的人施加了社會壓力，使其不得不接受這種普遍觀點，這樣

的誠摯形象，成功地構建了一個有力的政治敘事的正面效果，使得艾斯特

拉達在這些地區建立了堅實的支持基礎（Garrid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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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鍵戰略團體之關係 

在競選與執政期間，艾斯特拉達以其「艾拉普」形象，成功塑造了一

位站在基層人民一邊、致力於伸張正義的民粹政治領袖形象。這種敘事緊

扣當時菲律賓經濟不穩定、貧富差距加劇以及民眾對貪腐問題普遍憤怒的

背景，強調其草根出身及關懷貧困階層的真誠立場。然而，這樣的形象雖

為他贏得廣泛基層支持，也使其在與多個關鍵戰略團體互動時面臨挑戰。  

首先，艾斯特拉達與天主教會的關係緊張。天主教會在菲律賓擁有廣

泛的影響力，對於政府與高階官員的道德和倫理問題高度關注，而艾斯特

拉達的個人生活和道德問題，以及其政府中的腐敗指控，使得天主教會對其

持批評態度。艾斯特拉達以其花花公子形象聞名，並且有多次婚外情和酗

酒等行為，這些行為與天主教會倡導的道德標準背道而馳（Benigno, 2001）。

此外，他在 1998 年當選總統後不久，就被指控其政府存在廣泛的貪腐問

題，引起教會的不滿，並公開批評政府。2000年，天主教會的領袖，菲律

賓馬尼拉教區辛海梅樞機主教（Cardinal Jaime Sin），公開呼籲艾斯特拉達

下台，並參與了支持反對派的活動（Labrador, 2001）。在這一期間，天主教

會成為反艾斯特拉達運動的重要力量之一，並在最終促使他下台的群眾抗

議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儘管艾斯特拉達曾試圖與教會合作，但其個人道德

和政府腐敗問題上，雙方的關係在他任期內多次發生衝突。 

相較於與教會關係不佳，艾斯特拉達與大企業領袖的關係相對穩固，

特別是有裙帶關係的商業大亨，任內推動了一些有利於商業發展的政策，

使得部分大企業對他表示支持，例如，他任內推動多項自由化經濟政策，鼓

勵外資投資菲律賓，這對於剛脫離亞洲金融風暴的菲律賓來說，為對國內

經濟相當重要的進展，1998 的外資較上一年成長了40%（Bolongaita, 2000）。

與大財團做朋友的事實與所試圖營造的普通人形象顯得格格不入（Landler, 

1998）。然而，隨著他執政期間貪污問題的加劇，一些企業開始對其產生疑

慮。此外，艾斯特拉達政府在處理一些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時，亦被指控存

在腐敗問題，如馬尼拉灣填海造地計畫，這些問題進一步損害了他與企業

界的關係。再者，部分大型企業在金融危機期間對政府的不穩定管理表示

擔憂，並減少了對政府政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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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斯特拉達與民間社會活動家的關係充滿矛盾。在競選與就任初期，

許多關注社會問題的民間公民團體因其反貪腐承諾和社會正義政策對他充

滿期待。艾斯特拉達上任之初，也延攬部分公民團體領袖進入內閣團隊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3），這些作為有利於拉攏一般民眾，並符合

其營造出的形象。然而，隨著其政府爆出貪污醜聞，這些支持迅速消退。

自 1999 年起，全國範圍的公民社會團體對其政府的腐敗問題表達失望，並

組織示威抗議活動，試圖推翻艾氏政權。 

在與菁英政治家族的關係上，艾斯特拉達的政治敘事強調「反菁英」，

他所指涉的對象是那些長期掌控菲律賓政治資源與選舉動員能力的家族。

當艾斯特拉達的執政面臨挑戰時，這些菁英家族並未支持他，反而利用自

身資源協助反對勢力，進一步削弱他的政治優勢。例如，前總統艾奎諾夫

人和羅慕斯（Fidel Ramos）均響應辛海梅樞機主教的公開呼籲，而時任副

總統兼社會福利部長（Social Welfare Secretary）的亞羅育，以及擔任貿易

與工業部長的羅哈斯家族成員羅哈斯二世（Manuel Roxas II）均以辭職表達

對艾斯特拉達的不滿（Magno, 2001）。這些菲律賓重要政治家族成員的公

開反對，進一步擴大了艾斯特拉達的政治孤立，使得他原有的平民支持基

礎無法抵擋菁英力量的聯合攻勢，最終導致他失去掌控局勢的能力。  

艾斯特拉達與國會的互動充滿矛盾與對抗。在菲律賓總統制的憲政體

制下，國會肩負制衡總統權力的重任，而艾斯特拉達則試圖利用其在國會

的影響力對抗眾議院發起的彈劾案。2000 年 11 月 13 日，眾議院以超過三

分之一議員的簽署達成憲法門檻，通過對總統的彈劾案，並將案件送交參

議院審理。然而，在審理過程中，參議院拒絕公開關鍵證據，此舉引發民

眾強烈不滿，並導致全國性抗議行動的爆發。在此過程中，參眾兩院的議

長德里隆（Franklin Drilon）與維拉（Manuel Villar）均宣布將從執政聯盟辭

職，並支持總統彈劾案（Fuller, 2000; Magno, 2001），進一步加劇了艾斯特

拉達面臨的政治危機，並最終促成了他的下台。 

最後，艾斯特拉達與軍隊和警界的關係較為不佳。雖然他在任內回應

了軍警界的一些需求，例如發動對民答那峨地區的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

（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的戰爭並取得勝利，但他的反腐行動與敘

事風格卻引發了軍警高層的不滿。他上台後立即解除了一些軍隊和警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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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中的腐敗官員職務，試圖清理官僚機構。他也是自馬可仕政府以來，第

一位試圖「文人化」國防機構的總統，並不願意任命軍隊人士進入政府內

閣（Gloria, 2019）。 

與軍警關係的不佳，導致在「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期間，高級軍官

選擇站在反對艾斯特拉達的一方，當時的武裝部隊參謀長雷耶斯（Angelo 

Reyes）公開表示不再支持總統，並呼籲軍隊保持中立，這一舉動使得軍方

力量轉而支持反對派，形成了對艾斯特拉達政府的巨大壓力（Labrador, 

2002）。這顯示了他與軍方的關係並不穩固，尤其是在面臨重大政治危機

時，軍方選擇了維護國家穩定而非支持艾斯特拉達，軍方的舉止直接導致

了他最終的下台，情況也反映了軍方在菲律賓政治中的重要性，以及其對

總統權力穩定性的影響。 

總體而言，自 1999 年起，民間開始對政府的腐敗問題表達失望，並組

織示威抗議活動，背後主要的推動力量是以辛海梅主教為主的羅馬天主教

會，以及商界和公民社會團體等勢力，而在被逼宮的關鍵時刻，並未站在總

統艾斯特拉達身邊的軍方人士。最終，這些重要的戰略團體在菲律賓在推

翻艾斯特拉達的「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Second People Power Revolution）

中，影響了艾斯特拉達的政治命運，成為推動其下台的重要力量之一（Putzel, 

2001; Webb & Curato, 2019），艾斯特拉達上任不到三年， 即受到眾議院的

彈劾而下台。 

四、劫富濟貧英雄式民粹主義 

在上述政治敘事和關鍵戰略團體的關係組合之下，艾斯特拉達的民粹

主義可以被歸類為「劫富濟貧英雄式民粹主義」。這種民粹主義類型強調領

袖與普通民眾的親密聯繫，通過簡單直白的語言和強調社會正義與反貪腐

的承諾，來贏得基層選民的支持。艾斯特拉達的民粹作風在競選期間展現

了強大的動員能力和政治影響力，他利用自己的草根形象和明星知名度，

贏得了廣泛的選民支持，並在短期內鞏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在 1998 年總

統選舉中，他通過走訪農村地區，與農民直接交流，承諾推動農業改革，

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這些舉措鞏固了他在農村地區和基層選民中的支持

基礎，塑造出幫助窮人和弱勢群體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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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艾斯特拉達的劫富濟貧形象逐漸受到挑戰。

他的政府被揭發出多起貪污醜聞，加上個人道德形象不佳，以至於對他的

政治聲望造成嚴重打擊。執政期間，艾斯特拉達政府的多名高官被指控貪

污，政府控制的金融機構經常介入牽涉總統家族利益的民間企業併購案，

或拯救搖搖欲墜的金融機構，這些事件引發社會各界的強烈批評和抗議，

削弱了他反貪腐形象的可信度。隨著貪污問題不斷發酵，艾斯特拉達的支

持率開始下降，許多選民對他的反貪腐承諾感到失望，這也影響了他的政

策執行和改革計劃。 

此外，艾斯特拉達在經濟改革和就業機會創造方面的努力也未能達到

預期效果。他推動的多項經濟政策未能有效解決貧困問題，菲律賓的經濟

增長也未如預期般顯著。經濟願景跳票進一步削弱了他在民間社會的支

持，特別是在那些對經濟改善抱有期望的基層選民中。經濟困境和政策失

誤的累積，使得艾斯特拉達的民粹主義吸引力逐漸減弱。2001 年，艾斯特

拉達因貪污指控和民眾對其執政不滿，最終在「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中

被迫下台。這次革命是一次大規模的公民運動，關鍵戰略群體紛紛加入要

求總統下台，最終在軍方的支持下，艾斯特拉達被迫辭職，並由時任副總

統的亞羅育接任。 

總的來說，艾斯特拉達的劫富濟貧英雄式民粹主義在其政治生涯初期

展示了強大的動員能力和政治影響力。他成功塑造出的形象，贏得了廣泛

的選民的喜愛與支持，並在短期內鞏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然而，隨著執

政期間的腐敗問題和政策績效平庸的顯現，這一民粹主義模式的局限性也

逐漸顯現，即使是擁有強大民粹主義吸引力的政治領袖，如果無法在執政

中保持清廉和有效的政策執行，最終也會失去選民的信任和支持。民粹領

袖在短期內可以通過強烈的政治敘事和與關鍵戰略團體的關係組合來迅速

崛起，但長期的政治穩定和成功仍需建立在透明和公正的治理基礎上，關

鍵戰略群體的力量能夠遏制民粹主義的發展。在菲律賓這樣一個多元且政

治動盪的國家，這一點尤為重要。 



從浪漫英雄到毒梟剋星： 劉奇珠、陳宗巖 
分析菲律賓民粹主義的演化 

74 

陸、杜特蒂：刑罰式民粹主義 

一、政治經濟背景 

與艾斯特拉達上台時國內經濟面臨危機對比，在 2016 年初杜特蒂參

選菲律賓總統時，菲律賓正處於一個經濟雖然增長，但是社會卻不穩定的

時期。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資料，艾奎諾三世執政末期的菲律賓在 2015 與

2016 年的經濟成長率分別達到 6.3% 與 7.1%，進出口總值持續攀升，2015

年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均來到近年來新低的 0.7% 與 3.1%。但總統經濟亮

眼成果卻並未有效地惠及普通民眾，讓這些人能感受並分配到經濟紅利。

反之，菲律賓國內的貧富差距依然嚴重。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5 年菲

律賓的貧困率仍然高達 23.5%，2 仍有許多貧困人口集中生活在農村地區和

城市的貧民窟。 

在政治環境方面，長期存在的貪污腐敗問題並未在艾奎諾三世執政時

根除，政府的公信力依舊低落。根據透明國際的統計，2015 年菲律賓的腐

敗印象指數得分為 35（滿分100），在 168 個全球受評國家中排名第 95 位，

這反映出政府治理上的透明度、公正性與冗雜程度存在嚴重問題，因此社

會對於傳統政治精英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民眾渴望改變現狀，希望尋找

一位能夠打破既有政治腐敗，帶來真正改革的領袖。在這種政治環境中，

總統候選人容易打出嚴懲公部門貪汙腐敗，以及大力改革冗雜的官僚作風

的形象，為普通菲律賓民眾帶來改革的希望（Hernandez, 2017）。 

在社會問題方面，菲律賓面臨著高犯罪率和毒品氾濫的嚴重問題。

2015年，菲律賓的犯罪率上升了46%，主要涉及謀殺、強姦、搶劫等嚴重

犯罪（Sison & Felipe, 2015）。非法毒品組織彼此競爭更加劇了國內的人權

與犯罪程度。毒品問題相關的犯罪常引發大規模暴力事件。以秘密組織「塔

吉姆市除惡隊」（Tagum Death Squad）為例，該小隊接受委託，涉嫌殺害數

百名人，包括記者、村鎮官員、商業競爭對手、毒販與法官等（Human Rights 

Watch, 2015）。這些情況顯示出菲律賓在打擊犯罪和毒品問題上面臨巨大

                                                                                                     

2
 關於菲律賓總體經濟相關統計資料，請參考世界銀行的統計（World Bank Group,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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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毒品問題不僅危害民眾生命安全，還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成為亟

待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 

與艾斯特拉達崛起的時代的經濟困境相比，在杜特蒂崛起的時代，菲

國許多民眾的怒氣是衝著對政治與社會的現狀極度不滿，強烈地渴望看

見立即且有效的嚴厲改革方案，這使得總統參選人杜特蒂，能夠藉由強硬

手段和直言不諱的批評風格，在民間社會獲得廣泛的共鳴。杜特蒂過往

在達沃市（Davao）擔任市長期間，以嚴厲打擊犯罪和毒品問題聞名全國，

這種治理風格為他帶來「懲罰者」（punisher）同時也是「保護者」（protector）

的稱號，使他成為許多菲國民眾心目中可以有效帶來變革的國家領導人

（Ranada, 2016）。 

二、政治敘事 

在上述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背景之下，杜特蒂與菲國民眾溝通的

政治敘事主要圍繞在「打擊犯罪」和「反建制」這兩個核心向外推展。他以

強硬打擊犯罪和毒品問題作為總統大選時的競選主軸，他以過去在達沃市

建立起的「懲罰者」形象，強調自己的治理經驗，誓言上台將立即根除菲律

賓的毒品問題，誓言懲罰所有涉毒的罪犯，他在這達沃市期間通過強硬手

段成功降低犯罪率的經歷，更成為他有魄力達標的證明與競選的重要賣點。

根據官方的統計，杜特蒂擔任市長期間，該市每萬人的犯罪率由 1985 年的

三位數，降至 2000 年的不到 1 人（Human Rights Watch, 2009），這是他常

強調的主要成就。他在競選期間發下誓言「若當選總統，給我三至六個月

時間，我會掃除腐敗、毒品與犯罪……若失敗了，我將會下台」（Tupas, 

2016）。這個敘事主題為杜特蒂最鮮明的主題內容，也強化了他的「強人」

形象。 

除了反毒與嚴打犯罪之外，杜特蒂也將這些問題歸咎於政府失能，因

此他強調「反建制」的訊息與立場，以批評馬尼拉的政治精英，抨擊菁英

與菲律賓普通民眾的生活現實困境脫節，無法解決國家的重大問題，這也

突顯出他自己定位為「民粹主義」候選人，將自己與傳統菲律賓政治精英

區分開來，強調自己不是傳統政客，而是來自於基層，了解一般民眾的困難

和需求。他的言論直接且粗俗，在對政治現狀感到失望的選民中獲得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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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y & Holmes, 2020）。杜特蒂的刑罰式民粹主義不僅訴諸弱勢群體，

也深受中高收入民眾的支持，這些人希望通過嚴厲手段來打擊犯罪和毒品

問題。在這一點上，杜特蒂與艾斯特拉達的支持基礎有所不同。艾斯特拉

達主要依靠與貧民連結，而杜特蒂則通過殘暴和非法的手段，吸引了希望

見到快速變革的廣大社會群體。 

根據 2016 年大選前菲律賓全國的民調顯示，民眾對艾奎諾三世執政的

政府打擊腐敗的滿意度跌至 2010 年上任以來的新低。調查顯示，超過 50%

至 65% 的民眾對竊盜、人身安全與毒品問題表示擔憂，這些比例在短時間

內急劇上升。3 民怨可歸咎於社會問題的實質存在，讓杜特蒂打擊犯罪與

反建制的敘事在民間發酵，並被多數民眾接受。杜特蒂的強硬態度和反建

制言論得到了廣泛的民眾支持，即使在執政期間，他依舊猛烈抨擊政府官

僚。他曾厲言道：「如果你貪污腐敗，我會用直升機把你帶到馬尼拉然後

把你扔出去。我以前做過，為什麼現在不再做呢（Mogato, 2016）？」這種

強硬的反腐敗言論進一步鞏固了他在民眾心中的形象，特別是在對政府感

到厭倦的民眾中。 

杜特蒂的政治敘事還包含了強調民族主義和菲律賓主權獨立的內容。

他批評過去政府對美國過於依賴，主張採取更加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他

多次公開嚴厲批判美國，他說過「我不是美國人的粉絲」（Corrales, 2016）、

「再見，美國，我要制定最終將你們移出菲律賓的協議」（Reuters, 2016）、

「歐巴馬下地獄吧……我寧願去俄羅斯和中國」（Bloomberg, 2016），由於

美國在冷戰時的軍事部署，一直在菲律賓國內造成主權與社會爭議，因此

杜特蒂這種反殖民反西方的聲浪，一向是民間社會中有效的民粹敘事素材

（Montiel et al., 2019）。 

除了敘事的素材，杜特蒂充分利用一般民眾常用的社交媒體作為政治

宣傳工具。他的競選團隊善於利用社交媒體傳播競選信息，並通過網絡擴

大影響力，以區隔他與傳統政治人物的差異。根據資料調查公司「We Are 

                                                                                                     

3
 詳細民調，請參照菲律賓長期追蹤的民調「社會氣象站」（Social Weather Stations, n.d.）

調查報告中關於「對總統、副總統與國家行政機關的滿意度」（Satisfaction with the 

President, Vice-President and the National Administration）以及「犯罪受害與公共安全」

（Crime victimization and public safety）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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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的報告，菲律賓在 2016 年的社群媒體用戶數量達到總人口數的

47%，平均每人一天使用社群媒體的時間為 3.7 小時，為報告中所有國家

最高（Kemp, 2016），這個趨勢為杜特蒂的競選提供了重要的宣傳平台。杜

特蒂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在選舉期間相當熱鬧，也成為他直接與民眾交流

的重要渠道。 

三、關鍵戰略團體之關係 

在競選和執政期間，杜特蒂與多個關鍵戰略團體建立了複雜的關係，

以下將就主要他與天主教會、民間企業領袖、社會公民團體和軍警四個團

體的關係。這些關係反映在其所想要傳遞的政治敘事上。 

首先，杜特蒂與天主教會的關係較為緊張，其強硬且直言不諱的作風

和言論常與教會的立場相左。他在打擊毒品犯罪與試圖恢復死刑的政策

中，教會批評其政策涉及非法處決和人權侵害，認為暴力政策違反了基督

教的基本價值觀。雖然天主教會在菲律賓擁有廣泛的政治影響力，對於政

府的道德和倫理問題高度關注，但有些神父仍擔憂杜特蒂以大幅優勢勝選

表明了，儘管教會具有吸引力，但其政治影響力正在減弱（Baldwin & 

Serapio Jr., 2016）。杜特蒂也咒罵宗教領袖，例如他曾因教皇方濟各（Pope 

Francis）訪問導致馬尼拉的交通混亂，因而侮辱地說道「教宗，你是妓女

的兒子（son of a whore），你回家吧，不要再來了」（Beauchamp, 2016）。杜

特蒂也公開批評教會領導層，指責他們干涉政治，這些舉措加深雙方的對

立。雖然他後續試圖尋求與教會的和解與合作（Riley, 2016），但雙方的關

係仍然較為冷淡。 

杜特蒂與企業領袖間的關係正反皆有。他的一些經濟政策和基礎設施

建設計劃受到了企業界的歡迎，但他的反貪腐和打擊壟斷措施也影響一些大

企業的利益。例如，杜特蒂推動的「建設、建設、建設」（Build, Build, Build）

計劃以及對投資者友善的立法改革，吸引了大量外國投資和本地企業參

與，計劃涵蓋道路、橋樑、機場等多項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政府通過的總

投資額從 2016 年的 6,860 億菲律賓披索，增加到 2019 年的 1.3 兆披索

（Hookway, 2022）。杜特蒂的經濟政策在吸引投資和促進基礎設施建設方

面取得了顯著成果，但也帶來了一些挑戰和批評，他從打擊毒販擴及到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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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有權勢的商業人士，例如對 Ayalas 和 Pangilinan 這兩大財團的公共事業

壟斷提出批評，這導致部分企業擔憂將成為下個被整肅的對象（Lewis, 

2020），雖然在執政後期，杜特蒂試圖放軟姿態（Venzon, 2020），但總體來

看，他與企業界的關係呈現緊張對峙的情況，在需要時會嚴厲地打擊既得

利益者。 

在與傳統菁英家族的關係上，杜特蒂與菲律賓傳統政治菁英家族的關

係展現出挑戰與合作的樣貌。他雖然將自己定位為反建制候選人，並強烈

批判傳統菁英和政治建制，但實際上其實並未完全排斥這些勢力，事實上

他也與傳統政治菁英家族交好，其中最具爭議的是 2016 年，他批准已故獨

裁者馬可仕安葬於英雄墓園。這一舉動被視為對馬可仕家族在其競選期間

財務與政治支持的回報，也鞏固了杜特蒂馬可仕家族在呂宋地區所掌握的

政治支持，這樣的合作幫助杜特蒂推動政策並擴展自身權力（Lamchek & 

Sanchez, 2020），但也引發了廣泛批評，認為此舉助長了馬可仕家族的政治

復興，淡化其過去專制統治的罪行。這種作為使杜特蒂能在削弱傳統家族

的同時，利用其資源來實現自己的政策目標（Kreuzer, 2016）。 

杜特蒂與民間團體間充滿了矛盾。他強硬打擊毒品與犯罪的措施，引

起了人權團體的強烈反對，例如，國際特赦組織和人權觀察等組織對杜特

蒂政府的「毒品戰爭」進行了強烈譴責，「人權觀察報告」（Human Rights 

Watch）的報告指出，菲律賓警方在打擊毒品的過程中，不斷地使用非法手

段，造成數千人死亡。此外，在杜特蒂的任期內，許多非政府組織（NGOs）

和民間團體成員成為政府鎮壓的對象。政府官員和軍方經常對左翼活動家

進行「紅標」（red-tagging），指控他們與共產主義反叛組織相關，導致許多

民間人士面臨暴力和迫害的威脅（Human Rights Watch, 2022）。然而，杜特

蒂的打擊腐敗與社會福利措施也得到部分社會團體的認可，特別是針對低

收入和社會福利有利的政策。總的來說，杜特蒂與民間團體的關係是複雜

的。一方面，他的強硬政策引發批評；另一方面，他的社福與改革措施也

獲得部分認可。 

相較於與上述關鍵團體的緊張與矛盾關係，杜特蒂更為謹慎處理與國

會的關係，在菲律賓的總統制的憲政體制之下，代表立法的國會對總統能

施加不小的監督制衡力道。杜特蒂雖然代表 PDP-Laban 政黨在 2016 年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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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總統，但其政黨在菲律賓的參眾兩院席次並不多。然而，在當選後不

到三週內，杜特蒂所屬的 PDP-Laban 成功主導的多黨聯盟「改革聯盟」

（Coalition for Change）的創立，招集了多達 260 位反對黨盟友，占當時國

會約 290 位議員將近 90%（Teehankee, 2020）。杜特蒂利用這一執政聯盟的

穩固基礎，成功推動多項政策，包括其備受爭議的反毒政策。他同時靈活

地與國會其他反對黨合作，實現了許多重要政策目標，也鞏固了其以民粹

主義為基礎的執政基盤。 

除了國會，杜特蒂上任後迅速鞏固與高級軍官的關係，他重用軍方

人士，提拔效忠於他的軍官，例如他任命前軍方將領羅倫扎納（Delfin 

Lorenzana）為國防部長，並提高軍事的預算和待遇，大幅增加國防預算，

用於購買新型武器裝備和提升軍隊現代化程度，試圖提高軍方面對國內犯

罪、國防和反恐的挑戰，這些措施使得軍方為他提供穩固的支持（Laude, 

2018; Nepomuceno, 2021）。此外，杜特蒂支持警察動用必要手段的反毒戰

爭在警界獲得高度支持，提升了杜特蒂政府在警界的地位。事實上，杜特

蒂的強硬政策需要軍警合作，他的政策與措施不僅鞏固了他與軍警的關

係，也使得他的政府能夠有效地推行其嚴打毒品、犯罪與其他腐敗事蹟的

政策。 

在比較艾斯特拉達與杜特蒂與關鍵戰略群體的關係時，可以清晰地看

出兩者民粹主義策略的顯著差異。艾斯特拉達以基層民眾為核心，訴求反

貪腐和農業改革，雖然贏得了廣泛的基層支持，但也因全面對立於菁英階

層，最終在失去軍方支持後被推翻。相比之下，杜特蒂則採取了更靈活的

策略，透過推行刑罰民粹主義，成功迎合軍方和警察等強力部門的利益，

同時在國會中維持更為穩固的合作關係，鞏固了其在關鍵戰略群體中的支

持基礎。杜特蒂在與傳統菁英互動中採取既對抗又合作的平衡策略，一方

面削弱了潛在的菁英反對勢力，另一方面維繫了政權的穩定性和政策的執

行力。這樣的策略不僅避免了艾斯特拉達因失去戰略群體支持而下台的命

運，也彰顯了杜特蒂的政治敏銳性和實用主義領導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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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艾斯特拉達與杜特蒂與關鍵戰略群體關係比較表 

關鍵戰略群體 艾 斯 特 拉 達 杜 特 蒂 

天 主 教 會 與教會關係緊張，因個人道德問題和政

府貪腐指控受教會批評 

與天主教會關係緊張，因其強硬政策和

人權問題遭到教會批評 

企 業 領 袖 與大企業保持穩固關係，推動自由化經

濟政策，但後期因貪污問題關係變差 

與企業領袖關係複雜，推動基礎設施建

設，但打擊壟斷和貪腐引發部分企業擔

憂 

民 間 團 體 與民間團體關係矛盾，初期獲得支持，

但因貪污醜聞失去信任 

與民間團體關係緊張，特別是人權組織

對其毒品戰爭強烈反對 

軍 人 與 警 察 關係不佳，試圖清理軍警內部腐敗，引

發不滿，最終失去支持 

重用軍警高層，增加國防預算，強硬政

策獲得軍警支持 

傳統政治菁英

家 族 

採反菁英立場，與菁英家族對立，面臨

挑戰時遭其拋棄，助推其下台 

與菁英家族既對抗又合作，如支持馬可

仕家族以鞏固呂宋地區支持 

國 會 與國會對抗，眾議院通過彈劾案，參眾

兩院領袖倒戈加重政治危機 

成功籌組「改革聯盟」，獲國會多數支

持，推動政策順利，穩固執政基礎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歸納整理。 

四、刑罰式民粹主義 

在杜特蒂所處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脈絡下，他的政治敘事特徵及與關

鍵戰略團體的關係組合，形成了他的「刑罰式民粹主義」風格。杜特蒂的

競選策略集中於強硬打擊毒品和犯罪問題，他利用強硬手段連結其自身與

民眾的聯繫，贏得了廣泛的選民支持。他在競選期間多次強調要在六個月

內根除菲律賓的毒品問題，並誓言懲罰所有涉毒的罪犯，這一立場贏得了

許多希望改善治安的選民的支持。 

隨著時間的推移，杜特蒂的強硬形象面臨挑戰。政府在打擊毒品的過

程中因涉及大量非法處決和人權侵害，遭到國內外廣泛批評，並使其與部

分關鍵戰略群體的關係陷入緊張。此外，杜特蒂在經濟改革和社會福利方

面的努力也未能完全達到預期效果。儘管推動了多項經濟政策和基礎設施

建設計劃，但貧富差距依然嚴重，許多民眾依然生活在貧困之中。根據世界

銀行的數據，2019 年菲律賓的貧困率仍高達 16.6%。這些政策挑戰在其總

統任期後期削弱了他在選民中的支持，特別是在那些對社會改善抱有期望

的群體中，這也因此導致杜特蒂政府與多數關鍵戰略群體的關係並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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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杜特蒂的刑罰式民粹主義在其政治生涯初期展示了強大的

動員能力和政治影響力。他利用強硬手段和與普通民眾的密切聯繫，贏得

了廣泛的選民支持，並在短期內鞏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然而，隨著執政

期間人權問題和錯誤政策的展現，這一民粹主義模式的局限性逐漸顯現。

杜特蒂的強硬形象未能持久地維持其政治影響力，最終成為他政治聲望下

挫的重要原因。杜特蒂的個案經驗表明，即使初期擁有強大動員能力和政

治影響力的民粹領袖，若無法在執政中保持公正和有效的政策執行，最終

仍將失去選民的信任和支持。因此，持久的政治成功需要的不僅僅是強硬

的形象，更需要穩健和公平的治理。 

柒、結論 

菲律賓的民粹主義經歷了不同類型的演化，本文通過比較艾斯特拉達

的「劫富濟貧英雄式民粹」與杜特蒂的「刑罰式民粹主義」，展現其多樣性

與演進路徑。艾斯特拉達的民粹主義以草根英雄形象為核心，強調與普通

民眾的親密連結，並以簡單直白的語言贏得基層選民支持；杜特蒂則透過

強硬手段與威權風格，突出打擊犯罪、毒品問題及強調民族主義，展現其

「刑罰式民粹主義」的特徵。 

兩者在民粹政治中的相似之處包括明確的反建制立場、強調反貪腐、

善於利用媒體傳播信息，以及推動經濟改革。艾斯特拉達以草根英雄的形

象挑戰傳統政治精英，承諾清除政府腐敗；杜特蒂則以強硬手段打擊貪污，

挑戰既有體制。媒體策略方面，艾斯特拉達依靠其明星身份和傳統媒體，

杜特蒂則利用社交媒體擴大影響力。經濟政策上，艾斯特拉達側重農業改

革，而杜特蒂則推動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強化經濟發展。 

然而，兩位總統的民粹主義風格與政策實踐存在顯著差異。艾斯特拉

達注重與基層互動，但執政後期陷入貪污醜聞，導致政治聲望受損；杜特

蒂則以集中權力與鐵腕手段治理國家，非法處決政策雖獲部分國內支持，

卻引發國際廣泛批評。此外，兩人在宗教與民間團體的關係上也有所不同：

艾斯特拉達初期與天主教會保持良好關係，後因貪污醜聞惡化；杜特蒂則

因強硬政策與天主教會和人權團體長期緊張。整體來看，艾斯特拉達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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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主義更多地聚焦於草根形象與社會正義，而杜特蒂則以威權主義與效率

優先的風格回應社會動盪，這反映出菲律賓不同時期政治經濟問題對民粹

主義形式的深刻影響。 

以政治後果來看，艾斯特拉達在面臨政治危機時，僅仰賴訴諸窮人的、

素樸的民粹主義策略，欠缺整體策略並消極應對，使不同的關鍵戰略群體

得以蓄積反對能量，在配合國會彈劾推翻他的時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與

之相較，杜特蒂在面對關鍵戰略群體，展現了較為靈活、且分而治之的方

式，他善於將不同的戰略群體，按照其「掃毒戰爭」的不同形式以及時段，

分化成不同的群體，有的是善類、有的是「人民的敵人」的一部分，這個

策略同時運用在公民團體、以及商界領袖上。杜特蒂更善於創造新的關鍵

戰略群體做為政治上的盟友，比如加強警察和民間除惡隊法外殺人的權

力，與傳統政治菁英家族改善關係，在國會組成改革聯盟，改善與軍方的

關係，並創造新的人民敵人（比如共產主義恐怖份子）。他也不排除和某些

關鍵戰略群體合作（比如左派公民團體）。 

第二，藉由比較最近菲律賓政治中的兩個較為鮮明的民粹主義案例，

我們發現民粹領袖的執政風格常與其過往歷史有密切的關係；但在「人民

的敵人」的建構方面，反菁英、反建制雖然仍是鑑別民粹主義的重要標籤，

但未必反映出其主要風格。艾斯特拉達主要攻擊的對象是社會精英和腐敗

的政府官員。他將自己塑造成平民的代表，並指責精英階層忽視窮人和中

下階層的利益。他的言辭經常針對富有的商人、政客和其他社會精英，聲

稱他們是造成菲律賓社會不平等和貧困的主要原因。他還強烈批評政府機

構中的腐敗，將其描述為阻礙國家發展和普通人福祉的主要障礙。  

杜特蒂則以反毒為中心，創造了一個較為不同的「人民敵人」的形象。

雖然他也經常批評菲律賓的傳統政治精英和富有的寡頭，指責他們貪污腐

敗、與犯罪有勾結，並認為他們是導致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的主要原因，

但在杜特蒂的民粹論述中，毒販和毒品犯罪分子才是社會的主要敵人，是

社會腐敗和治安問題的主要原因。而批評其反毒政策的人權活動家、非政

府組織和國際社會，在杜特蒂的形塑中，則是干涉菲律賓內政、惡化毒品

犯罪的幫兇。他也多次攻擊菲律賓的媒體，尤其是那些報導其政策負面影

響的媒體，並試圖削弱其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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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若說艾斯特拉達的失敗，是因為他的民粹主義政綱及政治背離

了關鍵戰略群體的利益，那麼杜特蒂雖訴諸民粹主義但未被關鍵戰略群體

推翻的原因又是什麼？本研究認為杜特蒂對刑罰民粹主義的追求，下意識

地迎合了關鍵戰略群體裡面最重要的強力部門，即軍方和警察的利益。也

就是說，為了避免像艾斯特拉達因失去軍方支持而被推翻，杜特蒂選擇強

化了刑罰民粹主義的路徑。他選擇了軍方和警方作為合作的戰略群體，同

時也影響並強化了他將「人民的敵人」鎖定在反國家份子，如伊斯蘭恐怖

份子、菲律賓共產黨∕新人民軍、販毒集團，以及煽動性政治反對派（黃

種人）、外國情報機構。在 COVID-19 之後，共產黨恐怖份子也成為了新的

人民敵人。 

最後，本研究試圖做出幾個貢獻。首先，通過類型學分析，本研究展

示不同類型的民粹主義在菲律賓政治中的具體表現和特徵，豐富了民粹主

義理論的實證研究。其次，通過兩個案例比較，分析了民粹主義在不同領

導人治理下的相似性和差異性，這有助於更深入理解民粹主義在不同政治

和社會背景下的適應和變化。最後，強調了民粹主義的實際政策表現對政

治穩定和治理效果的重要影響，這點對菲律賓未來政治發展具有啟示。透

過對艾斯特拉達和杜特蒂兩位總統的比較分析，能夠更全面地理解菲律賓

民粹主義的多樣性和複雜性，這對研究其他國家的民粹主義現象也具有重

要的參考價值。 

本研究對菲律賓和東南亞政治的啟示也值得深入探討。民粹主義在菲

律賓的興起與發展，反映出該國民眾對政治現狀的不滿和對變革的渴望。

這一現象在其他東南亞國家也有相似之處，民眾對腐敗、貧富差距和政府

無能的厭倦，容易使得強人型或其他類型的民粹主義領袖在選舉中脫穎而

出。其次，民粹領袖的執政風格對國家的法治和民主制度構成了挑戰。杜

特蒂的強硬手段，顯示出民粹領袖在集權和治理效率之間的平衡問題，這

在其他東南亞國家同樣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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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wo Philippine presidents, Joseph 

Estrada and Rodrigo Duterte, to understand how populist leaders in the 

Philippines utilize political narratives to mobilize supporters and how interactions 

with critical strategic groups affect regime stability. The study posits that 

exter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long with the past successes of 

populist leaders, are crucial factors shaping the content and strength of political 

narratives. Once these narratives are formed, populist leaders must collaborate 

with critical strategic groups to transform them into policy; successful policies 

reinforce this collaboration, while failure may lead to the leader’s downfall. 

Evidence from the two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reveals that Estrada rose with 

a “Robin Hood-style” populism, emphasizing solidarity with the poor, 

anti-corruption, and social justice, but was eventually forced to step down due 

to strained relations with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military. In contrast, 

Duterte’s “penal populism” focused on harshly crackdowns on crime and drugs, 

successfully leveraging cooperation with the police and military to consolidate 

power. Thes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critical strategic groups in 

Philippine politics and illustrat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how populism 

manifests under different 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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